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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金融可及性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家庭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本文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相对贫困家

庭金融参与中发挥的作用。 通过对 202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

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高,而其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会降低,在考虑内生

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论依然成立。 渠道分析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增加家庭社会互

动、正规金融获得和金融知识素养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率。 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促

进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效果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密切相关。 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移

动互联网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行为产生作用。 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与移动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
挥正规金融市场在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中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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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就需要建立起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 我国已于 2021 年成功完成消除极

端贫困的任务,全面解决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

题。 因此,在当下思考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改

善民生和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的重要任务。 相

对贫困是 Townsend(2014)由绝对贫困的概念发展而

来。[1]与绝对贫困不同的是,相对贫困状况不是以一

个绝对的最低生活标准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中的

财富差距与收入分布情况进行度量。[2] 相对贫困群

体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参与到一些现代化的

社会活动中。 因此,在现代化的社交、消费和金融等

领域中,相对贫困群体通常表现出参与不足和机会

被剥夺的现象。 由于缺乏社会资本与自我发展能

力,相对贫困群体在社会正常生活、自我发展过程中

显得十分脆弱,一旦遭受灾害,他们很容易陷入绝对

贫困之中。 所以,采取措施增强相对贫困群体摆脱

贫困的内生动力,防止陷入贫困循环之中,是今后减

贫工作的重要方向。
引导居民有序参与金融市场活动、提供广泛的

金融服务是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小

额信贷之父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的实践表

明,穷人可以利用金融服务摆脱贫困现状。 无法获

得金融服务之前,由于收入偏低、缺乏社会资本等方

面的原因,相对贫困群体在消费、就业及创业等方面

都面临不少的约束,这使得贫困群体容易失去发展

机会,陷入相对贫困的境地。 但在获得金融服务之

后,不仅能够缓解贫困群体在基本生活方面的约束,
而且能够减少相对贫困群体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阻

力。 李建军和韩珣(2019)的研究表明,以银行服务

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服务在连片特困区的覆盖改善了

当地的收入分配结构,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减贫

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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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表明,在总体样

本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家庭比例为 11. 92% ,特
别是在相对贫困家庭样本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率

仅为 4. 87% 。 对比相对贫困家庭与非相对贫困家庭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发现,2021 年相对贫困

群体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比例为 5. 32% ,非相对

贫困群体的比例为 3. 24%。 这一统计结果初步表明,
正规金融市场对于相对贫困群体存在一定的进入门

槛,由于正规金融市场存在进入限制,相对贫困家庭

更倾向于选择非正规金融市场。 智能手机的广泛使

用使得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结合形成的“互联网金融”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研究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使用

智能手机的家庭比例高达 81. 16%,在相对贫困家庭

样本中,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也达到了 67. 83%。 这

一现状为缓解“不平等”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是提高

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率的重要机遇。
已有文献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深入探究相

对贫困群体的特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境。 在讨论

金融市场对缓解贫困问题的作用时发现,正规金融

市场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产生了正向作用,指出引导

居民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是解决

贫困以及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然而,正规金

融市场参与的高门槛及正规金融服务的排斥性往往

导致贫困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从而错失一些发

展机会。 与过去在帮扶绝对贫困群体时的工作思路

有所不同,相对贫困群体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拥有的

资源已经发生一些变化。 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智

能手机与家庭金融市场的行为存在紧密联系,通过

智能手机来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

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一个新思路。 尤其是在当下,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覆盖城乡、贫富各层次人群的生

活必需品,探究智能手机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

中发挥的作用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推动金融科技创

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本文使用 202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

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否提高了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

市场的概率,以及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

为的影响渠道。 在边际创新方面,我们认为本文具

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本文关注智能手机使

用这一日常通信设备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的影

响,探究智能手机的使用对相对贫困家庭在正规金

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两者之间的抉择会产生什

么影响,这是对智能手机在促进普惠金融方面的有

益探索。 第二,本文分别考察了智能手机使用对正

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探究在

信息时代背景下,相对贫困群体对两种金融市场的

决策行为。 第三,本文采用区县存在新冠疫情风险

地区天数与家庭所在社区智能手机使用率作为工具

变量,缓解了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第四,本文从社会互动交

往、正规金融获得以及金融知识素养水平三个方面

揭示智能手机改变相对贫困群体现状的作用渠道,
为解决相对贫困工作提供思路。

二、文献综述

相对贫困问题源于社会的不平等。[4-5] Townsend
(1979)认为,当个体或家庭缺乏起码的资源,导致不

被鼓励拥有或允许享用社会正常的生活条件和设施

时,这样的个体或家庭就是处于相对贫困当中。[6] 童

星和林闽钢(1994)认为,相对贫困是温饱问题已经

解决,但是生活水平还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的状态,相
对贫困群体缺少足够的资源扩大再生产,极易重新

陷入绝对贫困。[7]当前,我国已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现行绝对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①,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相对贫困治理上来。
缓解不平等问题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部分学者

认为政府税收与现金转移支付等帮扶政策对社会不

平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8-9]

正规金融市场承担着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功

能,在缓解不平等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Green-
wood 和 Jovanovic(1990)指出,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

缓解收入分配不均。[10] Ajide (2015 ) 与 Dawood 等

(2019)的研究发现,家庭金融可及性高,享受到的储

蓄、信贷等金融服务越多,家庭贫困状况被缓解的概

率越大。[11-12]Klapper 等(2019)指出,通过参与储蓄、
股票、基金以及保险等金融活动,贫困群体加强了对

自身的金融教育,帮助他们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13]

Demirguc-Kunt 等(2018)认为,参与金融市场可以提

高贫困家庭承受财务困境的能力,实现自我发展的

机会,从而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状况。[14] 然而,金融可

及性不足会导致家庭陷入贫困,加剧社会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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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5]如由于正规金融市场存在的金融排斥、[16] 工

具排斥[17]及精英俘获,[18]这些现象都会加剧收入分

配不公, 使贫困人口陷入更难摆脱的 “ 贫 困 陷

阱”。[19]出于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相对贫困群体往往

会转向在非正规金融市场。 正规金融是指在法律保

护下的银行储蓄、股票、基金以及保险等金融交易活

动,而非正规金融则没有正式监管部门的保护。[20]刘

民权等(2003)指出,非正规金融存在交易成本高以

及处于法律上的不利地位等缺陷。[21] 陈银娥和师文

明(2010)则认为,非正规金融在减贫中并没有发挥

正向作用。[22]

首先,智能手机普及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

式,降低了获取信息的难度,[23]缓解了正规金融市场

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代理人问

题,提高了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24] 其次,智能

手机普及降低了金融市场交易、运营等方面的成本。
在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方面,由于移动支付与电子

货币的网络规模效应,用于正规金融市场交易的成

本将会非常低。[25]从金融服务供给方的角度看,智能

手机的使用减少了人力、宣传及线下运营成本,进一

步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形成了完善的社会金

融服务体系。[26]最后,以智能手机为使用载体的在线

金融平台是当下居民存储资产的选择之一,如肯尼

亚在智能手机上的移动货币服务 M-Pesa,作为居民

手中的“电子钱包”,智能手机提高了居民资产配置

的便利性,使得居民更加容易参与金融市场活动。[27]

沿着已有文献的研究脉络,本文认为参与金融

市场是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路径之一。 相对贫困家

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可以帮助其获得发展机会,提
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促使其树立自主脱贫意识。
而正规金融市场进入门槛的存在导致相对贫困家庭

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现有文献已经对影响金融

市场参与的众多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不足的原因,并认为信息技术的普及有可

能会提高居民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但是,
本文注意到现有文献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市场行

为关注不足,也没有深入去探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下,智能手机这一常见的通信设备在相对贫困家庭

金融市场行为上发挥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利用

202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选取其中相对贫困

家庭样本,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

市场行为的影响,剖析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

联网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讨论了智能

手机使用对正规金融市场参与三种可能的影响

渠道。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产生的

影响

正规金融市场依靠信用、资产和法律机制作为

合同执行手段,获取正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的门槛。
特别是相对贫困家庭,由于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在正规金融市场的履约规则中缺乏足够的信用记录

和担保资产,往往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 然

而,为了满足基本金融服务需求,相对贫困家庭会有

较大的可能选择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活动。 与正规

金融部门相比,非正规金融部门依靠有限的口碑、高
回报承诺、应急资金需求以及缺乏正规金融服务作

为参与信号。[21]智能手机的普及同时带来了互联网

金融普及,对改善正规金融服务不到位的现状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在线金融平台

依靠大数据与先进的算力技术对每个参与用户进行

精准的画像,更准确地评估用户的信用情况。 还能

通过去中心化模式,精确匹配供需双方,降低传统金

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也降低了用户参与金融市场的

门槛。[28]最后,通过智能手机平台运营的正规金融也

有利于监管部门进行监督与管理,其合法性与安全

性在互联网环境下得到了保障。 利用智能手机普及

这一机遇,正规金融部门将会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提
高竞争力,促使普惠金融发展,使相对贫困家庭更容

易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智能手机的使用将会提高相对贫困家庭

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家庭正规金融资产

配置的占比,降低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二)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

渠道

第一,智能手机通过拓宽社会交往范围提高了

居民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可能性。 智能手机作为通

信工具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联系方

式,使人际交流沟通更加便捷,因此智能手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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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扩大居民的社会交往范围,提高社会交往的

频率。 社交范围的扩大会进一步扩展正规金融信息

的传播范围,尤其是对于相对贫困群体而言,他们也

能通过使用智能手机扩大社交范围。 同样能够获得

正规金融市场信息,从而提高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

可能性,并同时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这一推论

也与 Manski(2000)在研究股票市场参与率时提出的

“社会互动论”相一致。[29]

第二,智能手机通过提供更加便捷的正规金融

服务增加居民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可能性。 线上金

融平台与线下金融服务的结合缩短了居民与正规金

融服务之间的距离。 智能手机是数字经济社会的重

要入口,通过其在线业务处理方式,居民金融业务办

理效率提高。 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网上银行、移动

支付以及各种金融创新产品扩大了居民与正规金融

市场的接触面,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社会的不同阶层

群体均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正规金融服务。 例

如,金融机构推出的余额宝、财付通等金融产品几乎

没有参与门槛,支付宝、天天基金等智能手机理财

APP 更是推出一系列理财产品,以满足不同收入水

平群体的理财需求。
第三,智能手机通过提供丰富的金融知识与信

息,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从而提高

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智能手机作为获取知

识信息的便捷途径,用户可以通过其中的新闻信息

或专业金融平台获取大量金融相关知识,提升其对

金融市场的理解水平,学习各种金融概念、投资理论

和技巧,对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进行全

面了解,并在使用智能手机金融工具时掌握基本的

转账、借贷、在线股票交易等操作技能。 金融信息的

获取与金融工具的使用均不存在较高的门槛,可以

惠及社会各阶层,包括相对贫困群体。 当了解到在

线金融的便捷快速等优势,相对贫困群体参与正规

金融市场的概率必然提升。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 2、假说 3 及假说 4。
假说 2:智能手机使用通过促进社会互动交往提

高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假说 3:智能手机使用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

提高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假说 4:智能手机使用通过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提

高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四、数据与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

究中心 2021 年的数据。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

收集了有关家庭金融微观层面的相关信息,包括人

口特征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

与保险及主观态度等。 样本涵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146 个城市、267 个区县、1028 个村

(居)委会,共 22027 户家庭的微观金融信息。
参考沈扬扬和李实(2020)的做法,结合研究的

可行性,本文分省份将样本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50%
作为相对贫困线,另取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60% 、40%
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样本,不同省份内其城乡各有一

条相对贫困线。[2]经过计算,样本中的相对贫困发生

率为 30. 29% ,其中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27. 1% ,
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35. 18% 。 从比较结果来看,
样本中农村相对贫困问题要比城市更加严重。 作为

对比,描述性统计中还对非相对贫困家庭的特征情

况进行报告。
被解释变量:家庭金融市场行为。 第一个被解

释变量是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这是一个虚拟变量,1
为参与金融市场,没有参与金融市场则为 0,根据已

有研究的定义,[30]本文将家庭具有以下金融活动之

一如拥有股票账户、拥有基金账户、持有金融或企业

债券、购买金融衍生品或金融理财产品、拥有外汇或

黄金视为参与金融市场。 第二个被解释变量是非正

规金融市场参与。 同样是一个虚拟变量,若家庭存

在因农业或工商业而产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则认为

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这一变

量作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代理变量。 第三个被

解释变量是金融资产占比。 本文计算了金融资产占

家庭总资产的比例,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以此衡

量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深度。 为更好地反映金

融资产占比在回归结果中的系数,在回归模型中,本
文将金融资产占比进行标准化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智能手机使用。 CHFS 询问了受

访个体使用手机的情况,选项分别为智能手机②、非
智能手机和没有手机。 若受访个体回答使用智能手

机,则变量定义为 1,非智能手机与没有使用手机则

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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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和家庭

两个层面。 户主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是否为男性、是
否已婚、低教育水平与高教育水平③、健康水平④ 以

及是否为风险偏好个体。 为考察户主年龄与金融市

场参与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还在控制变量中

加入了户主年龄的平方。 家庭方面的特征主要包括

家庭中老年人的数量、少儿数量⑤以及家庭是否拥有

房产。 从相对贫困家庭与非相对贫困家庭控制变量

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两类家庭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教

育水平、风险偏好、房产、社会互动支出、信用卡数

量、互联网金融获得上。 相比而言,相对贫困家庭中

户主低教育水平占比更高,风险偏好水平程度低,拥
有房产的比例小,社会互动支出、信用卡数量以及互

联网金融获得更少。
工具变量:为缓解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 第一个工具

变量是受访家庭所在区县 2021 年新冠疫情风险地

区的天数。 考虑到 2021 年正值新冠疫情大流行,在
防疫阶段,国家实施的许多防疫手段如接种疫苗、核
酸检测和查看健康码等都需要使用智能手机,这些

防疫手段在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疫情风险地区

执行更加严格,但是新冠疫情风险地区的认定对家

庭参与金融市场没有直接影响,相对于家庭的金融

市场活动该变量是相对外生的,而地区新冠疫情的

严重程度,即认定为风险地区的天数,可能促使当地

居民使用智能手机来满足疫情风险期间的各种防疫

要求,本文手工收集了 2021 年内存在被政府卫生健

康部门认定疫情风险地区的区县,以及这些区县存

在风险地区的天数,以此作为工具变量。 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在描述性

统计中区县疫情风险地区存在的最大天数是 52 天。
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受访家庭所在社区智能手机使用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贫困 非贫困 贫困 非贫困 贫困 贫困 贫困

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6673 15354 0. 0487 0. 150 0. 215 0 1

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6673 15354 0. 0532 0. 0324 0. 224 0 1

金融资产占比 6571 15240 0. 159 0. 208 0. 244 0 1

智能手机使用 6673 15354 0. 678 0. 870 0. 467 0 1

户主年龄 6663 15351 59. 20 55. 45 13. 23 15 104

年龄的平方 / 100 6663 15351 36. 80 32. 52 15. 27 2. 250 108. 2

户主男性 6673 15354 0. 662 0. 686 0. 473 0 1

户主已婚 6673 15354 0. 755 0. 875 0. 430 0 1

户主低教育水平 6673 15354 0. 788 0. 582 0. 409 0 1

户主高教育水平 6673 15354 0. 0703 0. 198 0. 256 0 1

户主健康水平 6650 15337 2. 862 2. 524 1. 052 1 5

户主偏好高风险 6673 15354 0. 0333 0. 0559 0. 179 0 1

家庭老年人口数 6673 15354 1. 021 0. 938 0. 866 0 5

家庭少儿人口数 6673 15354 0. 346 0. 497 0. 743 0 7

房产 6673 15354 0. 751 0. 840 0. 433 0 1

区县存在风险地区天数 6673 15354 1. 972 3. 035 7. 318 0 52

社区智能手机使用率 6673 15354 0. 651 0. 704 0. 126 0 1

社会互动支出 6673 15354 3. 042 4. 589 3. 666 0 11. 30

信用卡数 6479 14883 0. 262 0. 546 0. 947 0 17

金融知识素养水平 6673 15354 0. 657 1. 089 0. 876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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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比例。 从经验上看,社区中其他家庭智能手

机的使用情况不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金融市场参

与。 但是,由于社区智能手机用户增加,出于社交的

需要抑或是对于周围居民的模仿,可能会提高家庭

使用智能手机的概率。
本文以 Probit 和 OLS 模型作为主要计量分析工

具。 以下是对本研究计量模型的介绍。 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是一个 0 ~ 1 虚拟变量,
所以本文选用 Probit 模型进行智能手机使用对家庭

金融市场参与的回归分析。 Probit 模型设定如下:
pr(HH_Fina i =1)= Φ(α×SmartPhone i+β i×Xi+μi)

(1)
本文关注的是 SmartPhone i 的系数 α,代表使用

智能手机的家庭与没有使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在金融

市场参与概率上的差异,但是 Probit 模型的回归系

数没有直接意义,若要解释其经济含义,需要进一步

计算回归系数的平均边际效应。 HH_Fina i 是家庭金

融参与变量,在模型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家庭参与正

规金融市场,二是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 Xi 是

一系列控制变量。
在考虑智能手机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的影

响时,我们采用稳健标准误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
归模型如下所示,Finaasset_Ratio i 是家庭金融资产额

占总资产额比例标准化之后的变量,其余符号含义

同式(1)中的含义。
Finaasset_Ratio i =α×SamrtPhone i+β i×Xi+μi (2)
五、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
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提高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的概率,对回归系数进行边际效应分析可得,使用智

能手机的家庭比没有使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参与金融

市场的概率高 7. 6% ,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 利用 OLS 模型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对家庭金融资

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智能手机的回归系数同样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使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在金

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上要高于没有使用智能手机的家

庭。 李跟强等(2022)在分析移动互联网对居民风险

投资的影响时同样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提高居

民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概率和居民家庭风险资产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Probit Probit OLS

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非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金融资

产占比

智能手机
0. 976∗∗∗
(0. 139)

-0. 152∗∗
(0. 072)

0. 227∗∗∗
(0. 026)

年龄
0. 047∗∗∗
(0. 017)

0. 064∗∗∗
(0. 021)

0. 008
(0. 006)

年龄的平方
-0. 030∗∗
(0. 015)

-0. 085∗∗∗
(0. 020)

-0. 007
(0. 006)

男性
-0. 188∗∗∗
(0. 068)

0. 202∗∗∗
(0. 063)

-0. 036
(0. 025)

已婚
-0. 032
(0. 084)

0. 113
(0. 077)

0. 019
(0. 030)

低教育年限
-0. 686∗∗∗
(0. 073)

0. 232∗∗∗
(0. 082)

-0. 233∗∗∗
(0. 034)

高教育年限
0. 779∗∗∗
(0. 095)

-0. 281∗
(0. 160)

0. 056
(0. 060)

健康水平
-0. 137∗∗∗
(0. 030)

0. 105∗∗∗
(0. 028)

-0. 042∗∗∗
(0. 011)

风险偏好
0. 844∗∗∗
(0. 109)

0. 266∗∗
(0. 127)

0. 108
(0. 066)

老年人数量
-0. 070
(0. 045)

0. 127∗∗∗
(0. 040)

-0. 075∗∗∗
(0. 016)

少儿数量
-0. 114∗∗
(0. 051)

0. 120∗∗∗
(0. 033)

-0. 086∗∗∗
(0. 014)

房产
0. 127∗
(0. 076)

0. 123∗
(0. 067)

-1. 024∗∗∗
(0. 036)

常数项
-3. 375∗∗∗
(0. 473)

-3. 308∗∗∗
(0. 568)

0. 781∗∗∗
(0. 192)

平均边际效应 0. 076∗∗∗ -0. 015∗∗

观测值 6,640 6,640 6,538

伪 R2 / R2 0. 253 0. 0819 0. 239

　 　 注:回归系数下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置的占比,这与本文结论相近。 但由于本文重点放

在分析智能手机的使用对相对贫困群体金融市场参

与的影响上,因此在回归系数即影响大小上与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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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等(2022)有所不同。[31] 同时,本文进一步探究了

智能手机使用对于相对贫困家庭在非正规金融参与

中的表现。 回归结果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会降低

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的概率,平均边际效应分析显

示会降低 1. 5%的概率。 综合以上基准回归结果,我
们初步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使得相对贫困家庭参

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而降低了非正规金融

市场的参与概率。
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结果解释与已有研

究结论一致,如中年户主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更

高,[32]户主教育水平、风险偏好程度对金融行为的影

响也与尹志超等(2014)的结论保持一致。[30] 此外,
拥有房产的家庭其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低,从而验

证了房产对家庭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33]

(二)内生性问题讨论

由于参与金融市场这一选择也有可能促使相对

贫困家庭使用智能手机,同时调查数据中也可能缺

少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导致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

量的问题。 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

来缓解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

量等内生性问题。
表 3 报告了 IV-Probit 与 IV-OLS 第一阶段回归

的 F 值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展示了排除弱工具变

量问题以及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第

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IV -Probit 模型的 F 值为

250. 09,IV-OLS 模型的 F 值是 243. 12,均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 F 值均大于 10% 偏误水平下

的临界值 16. 38,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并且第二

阶段的 Wald test 检验结果也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智

能手机的使用存在内生性问题,有必要利用工具变

量进行内生性缓解。 表 3 报告了受访家庭所在地

2021 年存在疫情风险地区天数工具变量的回归

结果。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示,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

之后,智能手机使用依然提高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的概率,同样使用了智能手机的家庭相比于没有使

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其金融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更

高。 相比于基准回归模型,工具变量回归之后的系数

值有所增加。 根据杨碧云等(2019)的解释,这可能是

由于工具变量对内生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是均质的,即

位于疫情风险地区的家庭使用智能手机的概率更大,
所以工具变量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为位于风险地区

家庭样本权重更高的加权平均值,因此工具变量估计

的系数结果会比基准回归的系数结果要大。[34]

表 3 工具变量(一)

IV-Probit IV-Probit IV-OLS

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非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金融资

产占比

智能手机
2. 670∗∗
(1. 067)

-3. 978∗∗
(1. 933)

3. 099∗∗∗
(0. 816)

常数项
-4. 737∗∗∗
(0. 974)

-0. 258
(1. 642)

-1. 525∗∗
(0. 710)

调整 R2 0. 311 0. 311 0. 3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250. 09∗∗∗ 250. 09∗∗∗ 309. 67∗∗∗

Wald test 2. 86∗ 4. 67∗∗

观测值 6,640 6,640 6,538

　 　 第二个工具变量是社区内使用智能手机人数的

比例。 出于社交联络的需要以及对周围群体行为的

模仿效应,所以社区内使用智能手机的人数比例对

家庭使用智能手机的概率也会有所影响,但是社区

内的智能手机使用人数的比例不会对相对贫困家庭

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或是金融资产的配置决策产生

直接的影响,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

条件。 表 4 汇报了第二个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

上一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相似,一阶段 F 值、Wald
test 值均达到相关检验条件。 回归系数与前一工具

变量回归结果相似。 结果表明,在缓解了内生性问

题以后,使用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

场概率和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均有提升效果。
最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缓解可能存在

的选择偏误问题。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智能手机使用

对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但个体

的一些特征也可能会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

的影响,即我们分析得到的效应并不是单纯来自使

用智能手机带来的作用,可能同时存在来自样本个

体自身特征带来的效应。 因此,本文按是否使用智

能手机将相对贫困家庭样本分成对照组和处理组。
根据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个体特征分别计算得到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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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得分值进行 1 ∶ 2 最近邻匹配,即为使用智能手机

的家庭匹配两个户主和家庭特征最相近的没有使用

智能手机的家庭样本。 卡尺设定为 0. 05,即要求处

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得分的绝对值偏差不超过 5% ,
同时添加共同支撑条件,以此缓解使用智能手机家

庭与没有使用智能手机家庭在家庭特征上的差异对

回归结果带来的偏差。 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

果显示大部分变量均通过平衡性检验。
表 4 工具变量(二)

IV-Probit IV-Probit IV-OLS

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非正规金融

市场参与

金融资

产占比

智能手机
4. 050∗∗∗
(0. 354)

-0. 731∗∗∗
(0. 222)

0. 903∗∗∗
(0. 0926)

常数项
-5. 734∗∗∗
(0. 585)

-2. 846∗∗∗
(0. 525)

0. 238
(0. 212)

调整 R2 0. 379 0. 379 0. 1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一阶段 F 值 338. 30∗∗∗ 338. 30∗∗∗ 455. 10∗∗∗

Wald test 111. 17∗∗∗ 7. 70∗∗

观测值 6,640 6,640 6,538

　 　 表 5 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回归结果。 表 5 中

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表示,在解决了样本选择偏误

后,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

上升 5. 93% ,且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中的金融资产占

比会提高 20. 37% ,但是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降

低了 5. 18% ,且 ATT 的 T-stat 绝对值均大于 1. 96 的

临界值,表示结果显著。 与未匹配样本相比,差异值

均有所降低,说明样本选择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缓解。 匹配结果依然表示智能手机的使用提高了家

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

比重。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的第一个稳健性检验为剔除有金融从业

者成员的家庭和对金融经济市场关注程度较高的家

庭,这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并非来自智

能手机的使用,而是本身就有可能去参与金融活动。
经过统计,样本中有家庭成员从事金融行业的相对

贫困共 36 户。 CHFS 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对经济、金
融的关注程度,1 ~ 5 个等级关注度依次降低,本研究

删去了回答为 1(非常关注)和 2(很关注)的家庭样

本,共 494 个家庭样本。 第二个稳健性检验是更换

相对贫困线。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按照一般的做法,
采用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相对贫困线。 为避

免由于样本选择带来的误差,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

将相对贫困线标准更换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60%和

40% ,分别进行回归。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结果表示,在排除其他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后,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表 5 智能手机对家庭金融市场行为影响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结果

样本 处理组 对照组 差异 标准差 T-stat

正规金融参与

未匹配 0. 0702 0. 0038 0. 0664 0. 0056 11. 82

ATT 0. 0697 0. 0104 0. 0593 0. 0064 9. 22

ATU 0. 0038 0. 0165 0. 0127 - -

ATE 0. 0443 - -

非正规金融参与

未匹配 0. 0796 0. 1631 -0. 0835 0. 0133 -6. 28

ATT 0. 0796 0. 1314 -0. 0518 0. 0112 -4. 61

ATU 0. 1611 0. 0695 -0. 0916 - -

ATE -0. 0894 - -

金融资产占比

未匹配 0. 0927 -0. 1991 0. 2918 0. 0263 11. 10

ATT 0. 0887 -0. 1150 0. 2037 0. 0675 3. 02

ATU -0. 1994 -0. 0587 0. 1407 - -

ATE 0. 18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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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稳健性检验

正规金融参与(Probit) 非正规金融参与(Probit) 金融资产占比(OLS)

稳健性一:剔除有金融从业人员、对经济金融关注程度高的家庭样本

智能手机
0. 919∗∗∗
(0. 141)

-0. 169∗∗
(0. 078)

0. 230∗∗∗
(0. 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平均边际效应 0. 064∗∗∗ -0. 016∗∗

观测值 6116 6116 6021

稳健性二:以收入中位数的 60%为相对贫困线

智能手机
1. 009∗∗∗
(0. 129)

-0. 176∗∗
(0. 068)

0. 233∗∗∗
(0. 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平均边际效应 0. 083∗∗∗ -0. 017∗∗

观测值 7600 7600 7487

稳健性三:以收入中位数的 40%为相对贫困线

智能手机
0. 974∗∗∗
(0. 153)

-0. 126∗
(0. 076)

0. 233∗∗∗
(0. 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平均边际效应 0. 073∗∗∗ -0. 014∗

观测值 5691 5691 5597

　 　 (四)影响渠道讨论

1. 社会互动。 智能手机是当代最重要的通信工

具,通过智能手机的交流互动几乎不受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与频率不

断提高,社会资本的积累往往就源于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交流和沟通。 因此,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会对

家庭的社会交往互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参考郭

士祺和梁平汉(2014)的做法,使用家庭节假日红包

与红白喜事礼金的总支出作为家庭社会互动的代理

变量,从实证角度检验使用智能手机通过影响家庭

社会互动这一中间渠道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产

生了作用,在回归模型中对社会互动交往变量(礼金

与红包数额)做取对数的处理。[35] 表 7 报告了对家

庭社会互动这一作用渠道的检验结果。
将智能手机与社会交往互动的交乘项引入回归

模型中,使用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占比变

量对交乘项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在两个模型中,交
乘项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具体而言,在
模型一中,交乘项系数为 0. 055,表明智能手机的使

用对金融市场参与概率的提高通过社会互动而实

现。 同时,在智能手机与社会互动支出的交乘项与

金融资产占比的回归模型中,交乘项系数为 0. 029,
这也表明智能手机的使用提高了家庭金融资产的占

比,且通过社会互动这一渠道实现。
表 7 社会互动渠道验证

Probit OLS

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资产占比

智能手机∗社

会互动支出

0. 055∗∗∗
(0. 008)

0. 029∗∗∗
(0. 003)

常数项
-2. 698∗∗∗
(0. 456)

0. 882∗∗∗
(0. 192)

观测值 6640 6538

控制变量 YES YES

R2 / 伪 R2 0. 249 0. 240

　 　 2. 正规金融服务。 智能手机的使用也可能促使

家庭获得正规金融服务。 依托于智能手机的普及,
互联网金融业发展十分迅速,不少智能手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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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始在手机上办理相关金融业务,居民获得正规

金融服务的概率提高,尹志超等(2015)的研究表明,
金融可得性的提高会提高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

概率,也会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36]本研究

选取家庭中拥有银行信用卡的数量作为家庭获得正

规金融服务的代理变量。 表 8 汇报了正规金融获得

渠道验证的回归结果。
表 8 正规金融服务获得渠道验证

Probit OLS

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资产占比

智能手机×正

规金融获得

0. 184∗∗∗
(0. 024)

0. 019

(0. 015)

常数项
-3. 136∗∗∗
(0. 506)

0. 971∗∗∗
(0. 195)

观测值 6448 6371

控制变量 YES YES

R2 / 伪 R2 0. 256 0. 233

　 　 正规金融服务获得渠道检验结果表明,当引入

智能手机使用与正规金融获得的交乘项后,正规金

融市场参与对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系数为 0. 184。 回归结果表示,智能手机

使用具有提高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概率的作用,
且依靠提高正规金融服务获得可能性这一渠道发挥

了作用。 但金融资产比例对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并不

显著,说明智能手机并非通过正规金融服务获得这

一渠道提高家庭金融资产的占比。 总体来说,智能

手机使用依靠金融可及性的提高发挥促进家庭参与

正规金融市场概率的作用。
3. 金融素养。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信息知识

普及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用户通过手机了解到金

融理财知识,从而提高了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
我们根据调查家庭对金融常识回答问题的情况衡量

金融知识素养水平,问卷设计了 3 道金融知识问题,
我们按家庭回答正确的个数作为家庭金融素养的代

理变量。 表 9 是对金融知识素养渠道验证的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智能手机使用通过相对贫困

群体的金融知识提高从而发挥了提高金融市场参与

概率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占比的作用。 这说明,金

融知识素养的提高是智能手机对金融市场行为产生

影响的渠道之一。
表 9　 金融素养渠道验证

Probit OLS

正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资产占比

智能手机×金

融知识素养

0. 433∗∗∗
(0. 032)

0. 163∗∗∗
(0. 015)

常数项
-3. 444∗∗∗
(0. 490)

0. 751∗∗∗
(0. 191)

观测值 6,640 6,538

控制变量 YES YES

伪 R2 0. 295 0. 246

　 　 根据以上三条影响渠道检验结果,本文的假说

2、假说 3、假说 4 全部得证。
(五)异质性分析

由于经济与信息基础建设水平存在差异,智能

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异

质性。 在经济水平方面,经济状况更好的家庭或地

区在智能手机使用率上会更高,也更有可能参与金

融市场进行投资理财。 而在信息基础建设更加完善

的地区或城市,用户将会更加方便顺畅地使用智能

手机功能及带来的金融服务。 因此,深入探究智能

手机在经济与信息基础建设两个方面的异质性,对
于了解社会数字化进程,促进数字化均衡发展具有

一定的意义。 在经济水平方面,本文分别按城市等

级、家庭的收入高低进行分组;在信息基础建设方

面,本文将比较城市与农村,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与

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 具体分组说明如下:
1. 城市等级异质性。 不同等级城市均有一定规

模的相对贫困群体存在,城市等级的划分依据的是

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综合考量,本文将探讨智

能手机的使用对位于不同等级城市内相对贫困群体

的金融市场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
2. 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 《2021 中国城市数字

化转型白皮书》列出了数字化转型前百强城市名单,
前百强城市在经济数字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上要优于一般城市。 以此为分组依据,考察智能手

机的使用对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内相对贫困群体金

融市场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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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收入。 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可能导致

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群体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影响产

生异质性。 本文根据调查样本相对贫困家庭收入的

中位数,将相对贫困家庭分为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
考察智能手机在不同收入等级的相对贫困家庭群体

中对其金融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4. 城市与乡村。 按照家庭所在地属于城市抑或

是乡村进行分组,考察智能手机的使用对城乡相对

贫困家庭产生的异质性效果,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不

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

设上通常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农村地区在信号基

站与宽带覆盖等基础设施水平上往往比较低。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⑤,在不同分组下,智能手

机的使用均提高了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

率和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 但是,在城市等级、
家庭收入两个具有明显经济特点的组群划分上,智
能手机的使用对他们的金融市场参与行为没有显著

的异质性差异,说明家庭或地区的经济水平没有影

响到智能手机的使用对参与金融市场产生的作用,
这也可能得益于通过智能手机的信息交流、资金配

置以及获得融资等活动没有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
此外,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产生的异质性差异

主要集中在数字化转型城市分组与城乡分组当中,
智能手机的使用对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以及城镇样

本中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促进作用更大。
通过以上结果,本文认为,智能手机在金融市场上发

挥作用主要依赖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般城

市抑或是乡村地区存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如信号差、网络慢等,严重影响了智能手机的用户体

验,没有发挥出智能手机应有的价值。 由于这些因

素的综合影响,导致智能手机对数字化水平不高的

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家庭其金融市场参与

促进作用有限。
(六)进一步分析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非智

能手机使用的虚拟变量添加进去,以此探究仅有通

信功能的非智能手机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中产

生了什么影响。 表 10 报告了进一步分析的回归结

果。 回归结果表示,新添加的非智能手机虚拟变量

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不显著,而智能手机使用的虚

拟变量在正规金融参与和金融资产配置占比上均显

著为正,表示只有智能手机的使用的才促进了家庭

参与正规金融市场。 这说明,促进相对贫困家庭参

与正规金融市场的作用力是来自智能手机的移动互

联网,而并非仅仅来自手机的基础通信功能,移动互

联网使人们的交流范围扩大,信息获取效率提高,支
付与理财方式均会产生改变。 在今后解决相对贫困

的实践中,注意普及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会产生

积极的影响。
表 10　 非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

Probit Probit OLS

正规金融参与 非正规金融参与 金融资产占比

智能手机
1. 059∗∗∗
(0. 343)

0. 024

(0. 170)
0. 085∗∗∗
(0. 016)

非智能手机
0. 094

(0. 367)

0. 197

(0. 172)

0. 012

(0. 016)

常数项
-3. 450∗∗∗
(0. 567)

-3. 457∗∗∗
(0. 578)

0. 312∗∗∗
(0. 052)

观察值 6640 6640 65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R2 / 伪 R2 0. 253 0. 082 0. 568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 202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

行分析,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对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市

场参与的影响。 结果表明,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

困家庭更有可能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平均边际效应

分析结果表示使用智能手机的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

场的概率要高 7. 6% ,并且使用了智能手机的相对贫

困家庭其家庭资产组合中金融资产比例要更高。 但

是使用智能手机降低了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非正规金

融市场的概率,平均边际分析结果显示非正规金融

市场的参与概率将会降低 1. 5% 。 这一结果在经过

缓解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作用渠道

检验表明,智能手机通过家庭社会互动交往、金融知

识素养、正规金融获得三条作用渠道促进了相对贫

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 通过样本异质性分析发

现,智能手机促进相对贫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这一

效果与城市或地区的信息基础建设有较大的关系,
与家庭或家庭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关系不大。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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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结果表明,智能手机对相对贫困群体的金融

行为产生影响主要作用来自移动互联网,相比之下

使用非智能手机的家庭与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

家庭具有不同的金融市场表现。 综合上述结果,本
文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相对贫困家庭参

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克服了相对贫困群体获得

正规金融服务的阻碍。 在这一过程中,智能手机提

供了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便捷的人际沟通方式,使
得相对贫困家庭可以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学习到

相关金融理财知识。 智能手机在优化相对贫困家庭

资产配置、培养内生发展动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推进智能手机与金

融服务深度融合,加快金融科技创新的步伐。 在供

给端上,正规金融服务机构应该大力开发移动智能

手机客户端方面的业务,不断优化智能手机金融服

务平台的身份认证、业务流程、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服

务,降低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门槛,为相对贫困群体

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 在需求端

上,基层社区应当发挥引导作用,重视对相对贫困群

体的教育与培训,开展包括金融知识普及、理财规划

与风险管理等系列教育培训活动,并将其作为解决

相对贫困工作的重要方面,培养居民通过智能手机

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习惯,提高效率,增强内生发展

动力。 (2)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息基

础设施的覆盖面。 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互联网基

础设施是影响智能手机对金融行为发挥作用的重要

原因。 因此,要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网络和

通信设施的覆盖面,包括增加信号基站和宽带光纤,
从而确保互联网能够在更大的范围上为人们所使

用,保障智能手机使用的顺畅与便利,为用户提供更

广泛、及时的金融信息与交易渠道,以此缩小数字鸿

沟,促进信息的平等获取。 此外,政府应当设立专项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资金,用以补贴相对贫困群体

家庭在数字化过程的支出,助力相对贫困家庭获得

进入移动互联网的基本条件,从而迈上信息高速公

路。 (3)加强网络安全空间的构建,防范网络犯罪和

个人信息泄漏的风险,提高相对贫困家庭使用智能

手机进行金融交易的信心和安全感。 网络安全隐患

的存在使得相对贫困群体对使用智能手机参与正规

金融市场存在担忧。 因此,需要创造一个可信赖的

线上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环境,这需要政府与金融机

构共同努力。 政府要建立全面的网络安全监管机

制,确保金融公司的运营是透明合规的,防范潜在的

金融风险,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金融机构需要在

产品安全上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技术与创新来提高

智能手机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并通过信息传播渠道

向用户宣传网络安全知识,确保用户能够保护个人

信息与财务安全。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②智能手机:可使用微信、网购等功能。

③低教育水平:初中学历以下;高教育水平:大专学历

以上。

④健康水平:1 ~ 5 级,数字越大健康状况越差。

⑤老年人:大于 60 岁的家庭成员。 少儿:小于 16 岁的家

庭成员。

⑥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结果不在正文展示,读者若有需

要,可与作者联系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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